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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表现性评价（Teacher performance assess-
ments，TPAS）是通过设置真实或模拟的教育教学情境
与任务，系统观察、记录并分析职前教师在任务执行过
程中的行为表现、决策逻辑与实践成果，进而精准检测
其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的评价活动，现已成为国际范
围内教师质量评估的核心方式之一。该评价模式的思
想雏形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年代的美国，其后迅速辐
射至英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并
逐步影响新加坡、日本、马来西亚等亚洲新兴经济体。
2012 年，斯坦福评估与学习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Assessment，Learning and Equity，SCALE）对传统教师
表现性评价进行了重大改革，通过重构评价标准、内容
与方法，在教师教育领域掀起了教师表现性评价研究
与实践的热潮［ 1］。然而，从具体实施过程来看，教师表
现性评价除了评价指标选择、情境模拟真实性、评价工
具适配性等技术层面的难题外，更多挑战源于评价体

系中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差异与利益博弈。作为一
项涉及政策制定、专业培养、个体发展等多重价值取向
的教育活动，不同利益相关者基于自身的角色定位、价
值追求与利益诉求，对评价的目标定位、指标设定、实
施路径与结果运用在认知上有较大差异，这种差异往
往会引发评价实践中的分歧与冲突，直接影响评价功
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有必要从利益相关者理论这一分
析框架，深入解析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与互动关系，为
探寻教师表现性评价的优化路径提供新的理论视角与
实践思路。
一、理论观照：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教师

表现性评价主体辨析
教师表现性评价作为一种多维度的专业实践，其

有效性不仅取决于评价工具的科学性，更与评价过程
中各利益方的协调与平衡密切相关。利益相关者理论
为解析这一复杂性提供了关键的分析框架，该理论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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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任何组织或政策活动都会受到内外多种群体直接
或间接的影响。
（一）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核心要义
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引入，不仅为理解

教师政策提供了分析视角，其“权力—合法性—紧迫
性”三维框架更是解构复杂评价体系、识别关键行动者
的有效工具。教师表现性评价作为一种典型的多元利
益交汇场域，其设计、实施与结果运用必然牵涉到不同
立场与诉求的各类主体。以下将依据该理论框架，对教
师表现性评价涉及的核心利益主体进行辨识与剖析。

利益相关者理论发轫于 20 世纪 60年代的斯坦福
研究院，在 20 世纪 80年代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
系，成为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领域分析组
织行为与利益关系的核心理论工具。学者费里曼
（Freeman）在 1984 年提出的广义定义具有里程碑意
义，他认为：“利益相关者是能够影响一个组织目标的
实现，或者受到一个组织实现其目标过程影响的人或
群体。”［ 2］该理论的核心要义打破了“单一主体利益最
大化”的传统认知，强调任何组织的生存与发展都依赖
于多元利益相关者的协同支持，组织目标本质上是利
益相关者网络中多重博弈后的均衡结果，只有整合各
方合理诉求，才能实现整体利益的最优化。

此后，米切尔（Mitchel）和伍德（Wood）在前人研究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利益相关者的三维识别标准，即
权力性、合法性和紧迫性，为精准界定利益相关者提供
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其中，权力性指某一群体是否具
有影响政策制定的地位、能力和手段；合法性指该群体
的利益诉求是否获得法律认可、道德认同或社会共识
的支持；紧迫性则指其诉求能否引发相关主体的即时
关注并需要优先回应［ 3］。这三个维度的不同组合构成
了不同类型利益相关者的特征，也为分析多元主体在
特定场域中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理论依据。
自 21 世纪以来，利益相关者理论因对于分析多元

利益关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被教育学界广泛引入教
育现象分析与教育问题解决中，其中不少学者将其用
于教师政策分析。一是将利益相关者理论用于教师管
理分析，对“县管校聘”中校长、教师及学生等主体进行
分析，揭示了“县管校聘”的政策困境。还有学者对教师
交流轮岗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流动人员、流动路径、流动
意愿、流动保障和流动效果进行了分析。二是以利益相
关者理论为视角，分析教师资格考试中各主要利益主

体的不同表现，在此基础上提出教师资格考试和教师
教育的改革路径。三是描述教师在“双减”政策执行过
程中的表现及问题，阐释主要利益相关者与核心利益
相关者的相互博弈，以及权威利益相关者与主要利益
相关者的博弈所造成的困局。四是对市（县）政府、农村
学校以及特岗教师等三个利益主体进行分析，提出改
革特岗教师政策的举措。由此，利益相关者理论被广泛
用于教师政策分析，有助于深入认识教师培养、教师配
置、教师管理中的相关复杂问题，为改进教师政策提供
依据。
（二）教师表现性评价中的多元主体识别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分析框架，要深入理解教

师表现性评价的复杂动态，首先必须系统识别参与其
中的各类行动者及其角色。米切尔等人提出的权力性、
合法性与紧迫性三维度，为此提供了清晰的辨识工具。
教师表现性评价并非在真空中运行，而是一个由多重
主体共同构成的实践场域，各主体依据其地位、资源与
诉求，对评价的设计、实施与结果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
响。运用这一理论透镜，可以将评价过程中涉及的利益
相关者分为直接与间接两大类别，进而聚焦于那些拥
有显著权力、具备合法身份且诉求紧迫的核心群体。以
下将依据三维识别标准，对教师表现性评价中的多元
主体进行具体辨析与界定。

教师表现性评价中的利益相关者主要涉及直接利
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直接利益相关者包括三
类主体：推动评价政策出台与标准制定的决策者，如教
育行政部门、教师专业组织等；承担职前教师培养与评
价指导任务的教师教育者，包括高校教师教育专业教
师与基础教育学校合作指导教师，前者肩负着职前教
师专业素养培育与评价通过率保障的双重责任，后者
直接参与职前教师实践指导并为评价提供真实情境支
持；以及作为评价直接对象的职前教师。间接利益相关
者则包括非直接参与决策的政府管理人员、教育政策
研究者、新闻媒体从业者及教育资源投资者等。

从权力性来看，决策者掌握评价政策制定权与标
准解释权，教师教育者拥有评价实施的主导权与专业
指导权，职前教师可通过评价反馈、表达诉求等方式影
响评价决策。从合法性来看，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教师
教育者的专业培养、职前教师通过评价获得教师资格，
都被教师组织或行政部门以正式法律或政策所规定，
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具有明确的合法性基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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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迫性看，评价结果直接关系到决策者的目标达成、教
师教育者的培养质量声誉、职前教师的职业准入，三者
的诉求均需得到即时回应与妥善处理。间接利益相关
者虽不直接参与评价实施，但通过政策监管、学术批
判、舆论引导、资源供给等方式对评价产生影响。但其
从米切尔等三个维度的划分看，间接利益相关者无论
从权力性、合法性和紧迫性而言，都无法与直接利益相
关者相提并论。
二、生成逻辑：教师表现性评价的动因探析
在教师专业化运动和绩效主义运动的推动下，教

师表现性评价应运而生并不断发展。在评价发展过程
中所出现的问题促使评价转向对教师实践能力的关
注，由此以实践能力为核心的发展取向进一步推动了
教师表现性评价的革新。
（一）专业化进程驱动：教师表现性评价的政策兴起
20 世纪 80年代，面对国家竞争压力与教育质量

危机，西方发达国家率先将教师队伍的专业化建设置
于教育改革的核心。1983年《国家处于危机中》报告的
发布，标志着政策层面对教师质量的高度关注，并直接
推动了一系列旨在提升教师专业性的制度创新。在此
背景下，以舒尔曼“学科教学知识”为代表的学术理论，
为教学的专业性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使评价重心
从外在行为转向内在知识整合与教学推理。理论与实
践的双重驱动共同促使教师评价范式发生了根本转
向———从简单的行为观察或结果考核，转向在真实情境
中对教师复杂实践能力与专业素养的表现性评估。这一
转向不仅体现在康涅狄格州的早期探索中，更通过
NCATE、NBPTS等全国性机构的认证与标准体系建设
得以系统化与制度化，从而为后续教师表现性评价的
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国家处于危机中》教育调查报告指出，学校教育

正面临学生学业成绩持续下滑、功能性文盲泛滥、课程
标准松弛、教师队伍质量堪忧等危机，建议加强核心课
程、提高学业评价标准、延长在校学习时间、提高教师
队伍质量、强化教育的领导与问责。在此背景下，教师
专业化运动兴起。

1986 年，李·舒尔曼（Lee S. Shulman）提出“学科
教学知识（PCK）”理论，深刻揭示出教学的专业性在于
将学科知识、教学法、对学生的认知进行创造性融合。
这一理论将教学从一门“技艺”提升为“专业”，定义了
教师角色的专业性，也为教师评价提供了新的维度，教

师评价开始关注教师在教学档案袋、课堂教学中是否
展现出丰富的学科内容知识和学科教学知识，为教师
教育和教师表现性评价提供了关键理论支柱。同年，康
涅狄格州推出“新手教师支持与培训”（Beginning Edu-
cators Support and Training）评价项目，创新性地通过
对教学档案袋、学生作业样本、课堂教学录像、教师对
自身教学实践的书面反思等评价素材进行分析，评估
新手教师的专业水平，检测他们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进
步，并依据评价结果针对其职业发展提出相应建议，这
是教师表现性评价的首次尝试。

1987年，美国国家教师教育认证委员会（NCATE）
对教师培养质量认证进行了一次重大修订，从课程导
向转向知识基础导向，显著提升了认证的门槛，形成了
结构化的评估体系。同年成立了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委
员会（NBPTS），创建了“优秀教师”评价体系，确立了
“标准本位”的教师专业化发展路径和教师评价，强调
通过外部定义的优秀实践模板引导和评价教师专业发
展。随着这些评价政策和评价方式的革新，针对职前教
师的表现性评价大规模地将教师的复杂实践、反思能
力与学生学习证据等作为重要的评价内容，并且得以
实质性地在较大范围推行。
（二）绩效导向渗透：教师表现性评价的制度化演进
20 世纪 8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理念下的“绩

效主义”重塑了公共部门的治理逻辑，教育领域亦被纳
入以效率、问责与标准化产出为核心的评价范式。这一
趋势促使教师评价的核心功能逐渐从支持专业成长向
保障教育质量与进行外部问责偏移。在此背景下，教师
表现性评价不再仅仅是促进反思的专业工具，更演变
为衡量教师效能、认证培养质量的关键制度装置。其发
展轨迹清晰地体现了从理论框架构建，到区域性试点，
最终通过国家政策与专业标准将其固化于教师培养与
认证体系的全过程。

受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世界范围内兴起了一
种新的“泰勒主义”（Taylorism）（即绩效主义），主张通
过各种认证和标准化运动，以企业生产模式提高教育
的产出效能。这种趋势推动了教师教育认证、教师资格
考试等教师培养与评价活动的发展。葡萄牙自 1994年
起实施国立大学教师教育认证制度，并于 1998 年成立
了全国教师教育认证所（INAFOP），专门负责对不同教
师培养计划的质量进行认证。美国国家教师教育认证
委员会于 1995年发布《教师教育机构鉴定的专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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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认证从早期关注教师教育机构的课程设置、资源
等“输入”条件转向关注职前教师的实际教学能力和学
生的学业成绩等“输出”成果，标志着认证转向以“绩
效”为核心。德国通过 2004年颁布的《教师教育标准：
教育科学》及 2008 年颁布的《各州有关教师教育专业
学科与专业学科教学法共同内容的要求》等一系列标
准文件，对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内容与要求进行了统
一规范。
在绩效主义运动中，教师教育机构认证和教师评

价体系获得重塑，教师表现性评价获得了发展。夏洛
特·丹尼尔森（Charlotte Danielson）于 1996年开发的
《教学框架》迅速成为当时最广泛使用的教师教学评价
框架。这一框架明确了评价的核心在于考量教师做了
什么和学生学到了什么。1998 年，加利福利亚州出台
法律，正式推行加利福利亚州教师表现性评价（Perfor-
mance Assessment for California Teachers），要求职前
教师在教师资格获取过程中接受该评价。2001年，美
国颁布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CLB），强调要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强化基于学生成绩的问责压
力，教师评价转向基于“表现性证据”的问责。上述教
师评价实践进一步推动了教师表现性评价的发展。
2006年，加拿大安大略省制定了新入职教师表现性评
价体系（Performance Appraisal of New Teachers 简称
PANT）。2009年，马来西亚教师教育工作者在本国教
师专业标准的基础上，借鉴美国教师表现性评价体系，
制定了马来西亚教师表现性评价体系。澳大利亚教学
和学校领导协会（Australian Institute for Teaching and
School Leadership，简称 AITSL）于 2015年修订了《澳大
利亚职前教师教育项目的认证：标准和程序》，明确提
出要改革传统标准化教师评价方式，实行职前教师教
学表现性评价，为澳大利亚学校输送符合教师专业标
准的合格教师。
（三）实践能力本位：教师表现性评价的理念转型
随着教师表现性评价在绩效主义框架下被广泛制

度化的同时，其内在缺陷与外在争议也日益凸显。评价
的重心开始从满足外部认证标准，回归到对教师应对
复杂教学情境的实践能力的根本关注。既有的教师表
现性评价在实践中备受争议，批评者认为，其存在以下
突出问题：一是评价导向偏离本质，将重心落在人为设
定的资格认证上，而非真实的教学有效性。二是评价内
容脱离实践，偏重学术训练，课业作业与学校真实的教

育教学情境关联甚微。三是评价方式趋于僵化，主要依
赖标准化考试检测教育知识，致使通过评价的职前教
师仅能获取碎片化的经验与程式化的知识。四是评价
结果主观性大。尽管评价时也会采用档案袋评价、教学
设计资料分析等评价方法，但主要还是依赖于评价者
的主观评判，在没有严格进行变量控制的情况下，评价
结果具有很大的随意性，难以真实反映被评价者的知
识储备与专业能力［ 4］。
在此背景下，斯坦福评估与学习中心推出了新的

教师表现性评价———教育性教师表现性评价，其后与
教师教育学院协会（AACTE）合作推进实施，意在建立
一个全国性的职前教师训练和评价体系，通过真实情
境下的资料分析，检测职前教师的教学能力，确保所有
通过评价的职前教师掌握有效的知识、技能和能力，能
够合理解决教学实践中的复杂问题。项目设计者们将
其视为可以起到“奠基石”（capstone）作用的评价，旨在
回答“职前教师为未来工作做好准备了吗？”这一问题。
这一实践能力取向的评价范式得到了多个国家的认
可，逐步推动了世界范围内实践能力取向的教师表现
性评价变革。
三、实践梗阻：教师表现性评价的实施困境
随着教师表现性评价在实践中的广泛实施，其关

涉的多个直接利益相关方因诉求各异，对评价实施的
关注点也不尽相同。此外，即便在同一利益主体内部，
对于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往往存在不同的见解，使得
评价实施面临多重困境。
（一）政策执行偏差：决策层目标与实施成效的张力
在决策者看来，教师表现性评价是代表教师质量

保障体系的一次范式革新。决策者期待通过实施教师
表现性评价达成三个方面的目标：一是将评价作为一
种严格的筛选机制，通过对职前教师进行表现性评价，
促进其提升教学能力，能够应对真实的教学场景。二是
以评价为引导，为教师教育项目的课程设置与实践环
节优化提供系统性框架。三是借助教师在评价中的得
分及相关数据分析，反映教师培养项目的成效与不足，
推动项目持续优化与改进。

第一个目标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从决策者视角看，
评价能促进职前教师进行结构化反思，赋能其专业准
备。为了完成教师表现性评价任务，职前教师需要进行
系统的教学设计与深度的教学反思，这个过程使他们
对教学环节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学生需求有了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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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的理解，并能以此为基础进行更系统的教学设计，开
展更具个性化的教学指导［ 5］。研究也发现，接受过教
师表现性评价的职前教师在完成评价任务过程中所形
成的反思习惯与分析能力能够延续至其正式入职之
后，对其实际教学工作产生持续助益。但是，第二个和
第三个目标在实践落实层面并没有较好的实现。一是
优化培养课程体系的目标在实践落实中存在偏差。决
策者期待评价有助于优化教师培养项目的课程体系，
但教师表现性评价直接关乎职前教师能否获得教师资
格证，能否从事教师职业，这种与职前教师从业资格存
在相关的评价在实践中受到了功利主义的影响，偏离
了决策者的初衷。现实情况是，为确保通过率，教师培
养项目不得不将资源从更具长远发展价值、更具专业
深度的内容开发，转移到短期、功利化的“应试”培训
上。这导致批判性思维、社会公正教育、本土化课程开
发等具有深远价值的内容被边缘化，课程本身被简化
为一系列根据评价要求形成的可预测、可量化评分的
任务清单［6］。二是促进教师培养项目持续完善的目标
在实践中存在偏差。决策者希望通过职前教师表现性
评价每个观测点的表现情况及获得的分数，分析并诊
断其培养项目的质量与问题，进而针对性调整，实现
持续优化。但教师表现性评价常常与外部压力或利益
驱动相绑定，为了让职前教师顺利拿到教师资格证，
获得进入教师行业的敲门砖，教师培养项目关注“好
教师”的外在标准，而这些标准与教学专业内在要求可
能存在脱节［ 7］。为了维护职前教师在评价中的“通过
率”，教师培养项目可能牺牲对最根本但又难以量化的
教育过程性价值的关注，使教师培养项目偏离教育的
本质［ 8］。
（二）专业自主受限：教师教育者在评价体系中的

角色弱化
教师教育者主要指在大学从事教师培养工作的专

业人员，包括大学教师及管理人员，以及基础教育学校
合作教师，他们需要按照评价标准培育职前教师的核
心素养，促使职前教师通过评价。作为评价的直接执行
者与中介者，教师教育者对教师表现性评价的态度深
刻影响着评价的实施生态。教师教育者普遍认为，教师
表现性评价有一套清晰、严格的外部标准，有助于提升
教师培养的规范性和社会认可度，从而在整体上提升
教师职业的地位。但是，也正是这种清晰、严格的外部
标准，使其专业自主性受到限制，进而影响其主动性、

创造性的充分发挥。
一是外部设定的评价标准限制了教师教育者的专

业自主决策。作为教师培养的直接责任人，教师教育者
理应参与教师培养标准的制定、培养过程的组织与培
养结果的评定。但是，为了寻求评价的一致性，教师表
现性评价普遍采用教育管理部门或教师组织开发的标
准化评价工具，使用固定的观察量表、统一的档案袋模
版，教师教育者需要严格使用这些现成的标准化评价
工具进行评价。教师教育者在教师表现性评价中的专
业自主决策权受到限制，只能机械执行外部设定的评
价任务。一项针对教师教育者的研究显示，表现性评价
的实施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教师教育者是教师培养质
量的“守护人”这一身份认同［ 9］。
二是严格的外部标准限制了教师教育者的专业自

主判断。教师表现性评价是对职前教师在真实或模拟
情境和任务中的表现进行评价的活动。这一特征决定
了教师表现性评价不仅需要基于标准化的指标评分，
也需要基于整体印象和临床直觉的综合判断。标准化
量规本是保证评价信度的工具，但当其被绝对化、细则
化，并要求评价者“对号入座”时，教师教育者丰富的、
整体性的专业感知被分解为孤立的指标进行赋分，其
基于整体印象和临床直觉的综合判断难以表达。

三是严格的外部标准限制了教师教育者的专业自
主对话权。发展性反馈是教师表现性评价的灵魂，是充
分发挥评价发展性功能的关键环节。但是，教师表现性
评价有严格的时间线和标准化的流程，观察持续时间、
完成时间、录像设备、上传平台、分析数量等都有严格
的规定。这些规定固然保障了评价的基本秩序，但这种
刚性执行往往忽略了教学情境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作
为评价者的教师教育者与作为被评价者的职前教师之
间建立信任对话所需的时间弹性，他们的双向反馈对
话容易异化为单向的批评或辩解，使反馈对话的节奏、
重点和性质被评价工具和问责要求所主导，教师教育
者的生成性专业自主对话空间被挤压。
（三）效用落差显现：职前教师的发展预期与实践

反馈失衡
教师表现性评价不仅是为了发挥鉴定与甄别功

能、管理与研究功能，更重要的应该是发挥其导向与激
励功能、反馈与沟通功能、诊断与发展功能，通过评价
发现教师工作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为他们通向更高
的专业水平提供支持。在表现性评价实施过程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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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直接承受者，职前教师对评价有自身的期待，包
括通过评价的实施可实现自身专业能力的提升，并且
能以较低成本顺利通过评价以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等。
职前教师对教师表现性评价的预期效用在现实评价
中部分获得了满足，但评价实施也给他们带来了精神
与经济的双重压力，并引发了其对评价价值的质疑。
他们认为，教师表现性评价能有效驱动他们进行深度
反思，分析与改进教学技能。评价过程中评价者所提
供的专业反馈，不仅能够帮助他们明确改进方向，也能
够增进他们对学生的理解，并深化他们对教师角色的
认知［ 5］。通过完成评价任务，他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教
学实践，更有效地解决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提升自
身的教学能力［ 10］。同时在准备表现性评价的过程中，
他们也学会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多样化、个性化需
求，进而更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学业成就［ 11］。但是，
表现性评价也给职前教师带来了压力与疑惑。一些职
前教师表示，评价任务繁杂，在增加额外工作负担的
同时，也诱发了他们持续的焦虑、无助与失望等负面
情绪［ 11］。同时，他们认为，评价富有表演性，让他们感
受到了强烈的异化感。调查研究显示，职前教师认为表
现性评价未能充分体现教育应有的情境性与专业性，
反而是为了在评价中获得较好的分数，他们会精心挑
选约 20分钟能展现其“亮点”的教学片段，并严格依据
评分标准撰写对这一教学片段的反思。这一过程脱离
真实、连续的教学情境，导致他们难以全心投入与学生
的真实互动中。另外，与传统纸笔考试相比，表现性评
价的经济成本显著上升。事实上，职前教师作为被评价
对象，他们并不是被动的，而是具有较强的能动性，如
果他们能够感受到评价合理地满足了他们的预期，他
们会对评价持支持态度，反之，如果评价与他们的预期
背道而驰，他们会对评价产生抵触情绪，这无疑会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评价的施行。教师表现性评价不仅要考
虑通过评价提高教师质量，进而提升教育质量，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更要基于人本主义关怀，让职前教师能够
真切感受到评价给他们带来的益处，能为他们未来的
幸福生活奠基，并且能在这一过程中有较好的体验和
感受。
四、路径重构：教师表现性评价的优化策略
从利益相关者视角来看，平衡利益相关方的合理

诉求，寻求多方支持，是突破教师表现性评价实施困
境、提升实施质量的必要之举。教师表现性评价的实施

需要建立协商机制，促进决策者与各利益主体达成基
本共识；推行“探究执行”而非“对标执行”文化，增强教
师教育者的评价自主；施行利益补偿策略，满足职前教
师的合理利益诉求。
（一）构建共识机制：推动决策者与利益相关者的

协同对话
建立协商机制，通过全过程、多层次、制度化的对

话过程，进行评价标准的认同协商、评价证据的反馈协
商、评价结果的使用协商，通过协商促进决策者与各利
益主体达成共识，是促进教师表现性评价有效实施的
重要举措。
首先是关于评价标准的认同协商。评价标准指引

着教师教育、教师发展的方向，是教师考核与选拔的基
本依据。如果标准仅由决策者单方面制定，极易因为缺
乏各利益相关主体的认同和理解而在实施过程中受到
质疑甚至抵制。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决策者
与各利益相关主体通过对话协商，形成相互理解、达成
共识，这是为评价体系建立合法性基础，使标准从外在
的规约内化为专业共同体共享信念的重要途径。教师
表现性评价是对职前教师完成真实或模拟任务的表现
进行评价，抽象的评价标准还需要进一步转化为各利
益主体一致认可的、可观察的行为表现，这也将为教师
表现性评价的具体实施奠定共识起点。因此，决策者需
要通过召开学术研讨会、意见征求会、政策听证会等组
织各利益相关主体进行充分协商，强化各利益主体对
评价意图和评价框架的理解认同水平。

其次是关于评价证据的反馈协商。评价证据的反
馈协商本质是将评价数据的解读从评价标准制定者的
“独白”转变为制定者与被评价对象（职前教师）基于证
据的“对话”，使标准制定者与被评价者共同建构对教
学实践的意义理解。反馈协商在教师表现性评价实施
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克服标准制定者单一视角的
局限性，引入职前教师的“主位视角”，从而最大限度地
还原教学真相，使得评价尽可能客观。另一方面，促进
职前教师的反思。反馈协商有利于探寻职前教师行为
背后的思考，揭示其内隐的理念和教学决策过程，为职
前教师提供很好的专业反思机会。因此，决策者要优化
评价反馈机制，畅通教师表现性评价证据反馈渠道，将
评价证据全面、精准和分类传递给各利益相关主体，并
注重强化不同主体对评价证据的互验互鉴，使评价的
信度、效度得以保证，从而增强各利益相关者对评价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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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的认同。
最后是关于评价结果的使用协商。评价结果的使

用协商旨在履行必要的问责、选拔等职能的同时，最大
限度地保护和激发教师的专业发展内在动力、优化教
师培养体系和改进评价方案。一是从职前教师的专业
生涯来看，一次表现性评价的结果只是其中的一个样
本，若以此作为决定性依据，可能会造成不公，而评价
结果使用协商机制有助于避免评价以偏概全。同时，评
价结果使用协商能够关照不同职前教师的具体情况，
更好规划结果的应用方式，使其符合不同职前教师个
体的最近发展区，从而保护和激发其专业发展的内在
动力。二是评价结果使用协商有利于共同反思现有教
师培养体系和评价方案存在的问题，使其获得优化。充
分发挥评价的发展性功能，需要决策者与相关利益主
体就评价结果进行协商，在此基础上就评价方案改进、
被评价对象的发展计划、教师教育课程与教学的改进
路径进行协商，就职前教师的专业发展、培养体系的优
化、培养项目自身的持续完善达成基本共识。
（二）培育探究生态：强化教师教育者的评价自主

性与专业性
教师表现性评价需要教师教育者的深度卷入。但

是，教师表现性评价实施以后，评价标准由决策机构即
一些教师教育组织或政府官方制定，评价的决策更多
由上述主体承担，教师教育者更多是对照既定评价标
准进行教师培养，使得职前教师通过评价。对标式教师
培养限制了教师教育者的专业洞察力，是对其专业身
份的深刻贬抑。同时，对标式培养以简单化的框架粗暴
地裁剪了原本复杂化、情境化和价值负载的教学专业
实践，聚焦于被评价者外在行为的符合度，致使评价与
真实的教学脱节，也不利于教师“反思性实践者”这一
角色的形成。因此，在教师教育者看来，应发展一种“探
究文化”来推进教师表现性评价。

所谓探究文化，指的是一种崇尚质疑、合作、证据
驱动的对话和持续反思，视问题为学习契机的氛围。在
这种文化下，教师表现性评价是评价主体围绕教学实
践进行的深度对话过程，是研究与改进的过程。评价证
据成为意义建构的素材，评价主体共同审视这些证据，
围绕证据展开深度对话，探讨其多重含义，共同建构对
教学更深刻的理解。推行探究文化，需要增强教师教育
者的评价自主权。一是需要明晰教师教育者培育职前
教师的专业使命，提升教师教育者作为职前教师培育

主体的话语权限，在专业文化层面强化教师教育者能
动参与和创新优化教师表现性评价体系的价值共识。
组建由教师教育者为核心的教师评价共同体，发挥教
师教育者在教师专业标准制定、教师素养测评中的自
主性和能动性。二是赋予教师教育者对标准进行解释
与调适的自主权。教师教育者可以对评价标准进行情
境化、创造性的解读与调适，可以自主选择和使用多元
证据，采用更有利于证据收集的方法，对教学实践形成
更全面和更深入的理解，获取更客观的评价结论。另
外，教师教育者还须综合运用专业智慧对多元证据进
行分析而形成综合性判断，并在较大程度上拥有评价
结果的决定权。
（三）实施补偿干预：回应并引导职前教师的合理

利益诉求
教师表现性评价发展到今天，已经构建了一套行

之有效的理论分析框架，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教学
能力测评技术，解决了不少教师教育实践面临的问题，
推动了教师培养的改革与发展。但是，由于教师表现性
评价非常复杂，实施过程中仍有一些问题难以避免。加
之教师表现性评价对职前教师行为表现的解读难免会
受到评价者自身观念的影响，难以做到完全的客观，因
而评价的信度和效度会受到质疑。此外，评价的目的不
仅在于甄别选拔，更重要的是引导职前教师的专业发
展。因此，从职前教师的利益来思考，教师表现性评价
的实施需要施行利益补偿策略，满足职前教师的合理
利益诉求。
“利益补偿”是为职前教师的专业发展提供的一个

系统的、以支持其专业发展为核心的支持性框架，提供
充足的情感支持、机会和资源，以补偿教师表现性评价
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发挥评价的发展性功能。一些国家
在实施教师表现性评价时采取各种策略维护职前教师
的利益，如教师表现性评价建立“安全网”（safety net）
制度是对职前教师进行利益补偿。所谓“安全网”制度，
是在表现性评价方案中设计的一种保护性和支持性措
施，意在避免因单一、偶然的失误而对教师做出的不公
正的终结性判断，为遇到困难的教师提供有针对性的
支持和改进机会。对在表现性评价中未通过的职前教
师，可以采用原来的纸笔考试进行评价，如果通过考
试，同样可以拿到教师资格证。职前教师在评价实施之
初所提交的材料不齐全，甚至有些提交的课堂教学视
频无法打开，也可以由所在大学提交修正计划，再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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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材料进行评价。这些看似细节性的举措满足了职前
教师的合理需求，从而推动评价更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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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Generative Logic，Practical Obstacles and Pathway Re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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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each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a multi-dimensional professional practice，and its policy making，
implementation and result application inevitably involve different kinds of people with different positions and interests.
Therfore，the stakeholder theory provides a cruci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each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Stakeholders in teach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nclude policymakers who drive the formulation of evaluation policies
and standards，teacher educators responsible for pre-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and evaluation guidance，and pre-service
teachers as the direct subjects of evaluation. Due to the divergent demands of these stakeholders，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 is faced with three structural dilemmas: discrepancies between policymakers’policy ob-
jectives and implementation outcomes，constraints on the professional autonomy of teacher educators，and gaps in the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among pre-service teachers. To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er performance evaluations，
it is essential to establish a consultative mechanism to foster basic consensus between policymakers and stakeholders，to
promote an“inquiry-based”rather than“benchmarking”implementation culture to enhance the evaluation autonomy of
teacher educators，and to implement compensation strategies to address the reasonable interests of pre-service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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